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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华谈数字时代法院司法警察职权的行使———

需明确司法警察的应急处置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李玉华在《法学杂志》2023年第

5期上发表题为《数字时代法院司法警察职权行使的因应》的

文章中指出：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审判工作也向着数字化和网络化

转型，智慧法院建设也向纵深发展，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

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的智慧法院逐步成熟定型。远程在

线审判已经成为现代司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远程审判，

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音视频处理技术、多媒体存储与显

示等技术，实现法庭审理活动的线上化，满足各诉讼参与人在

物理场域分割场景下的行为交互和信息交互。远程庭审的推

广既是特殊情况助推下庭审形式的灵活应对，也是信息时代

审判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式转变。司法警察在远程在线庭

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保障庭审的正常进行，并维护

法律的权威。如何在法庭平台化、智能化的进程中，实现法警

工作路径的数字化、智能化，是现阶段法院数字化建设的重要

一环。

  数字时代法院司法警察押解、看管，传带出庭，传递、展示

证据等工作场景发生了变化。法院司法警察的职权范围，工作

环境和内容，理念、知识与技能等面临新挑战。但不管如何变

化，司法警察维护法庭的秩序、维护法律权威的职能始终没有

变。因此，创新法警数字化工作职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

现实需求的法警工作机制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为了更好

地行使司法警察的职权，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相应调整：第一，

需要明确司法警察的应急处置权。远程在线庭审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司法警察职权界定存在模糊领域的问题，明确司法警察的

职权是数字化时代下实现司法警察工作转型和提高效率的重

要保障。第二，制定《司法警察参与远程在线庭审工作规则》。这

对促进司法警察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和提高司法警察的工作效

率和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这包

括在看守所增设符合要求的等候室；在远距离的看守所派出驻

所司法警察；对司法警察的线上履职进行监督。第四，增强司法

警察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数字时代对网络和技术的依赖性非

常强，不仅审判人员需要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完成庭审和判

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也要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参加庭

审，司法警察的保障工作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离不开网络与数

字技术。第五，完善网络及远程审判设施。在数字化时代，通过

建设更加稳定高效的网络系统、升级硬件设施、开发云法庭，

并提高移动办案云平台的智能化、便捷化和信息化水平，可以

有效地提升远程审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实现司法审判的快

速、高效、精准化。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武汉大学法学院石泽华在《中外法学》2023年第6期上发

表题为《监察官惩戒制度的理论逻辑及优化路径》的文章中

指出：

  在我国，具有监督职能的国家机构以及人民政协、民主党

派、公民个人和新闻媒体等都有可能构成对监察官的监督主

体，但只有特定机构具有监察官惩戒职能。监察官惩戒制度，

即由特定机构对监察官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调查、审议认定

和惩治处理的一系列规则和运行模式。

  我国当前实行以监察机关内部惩戒为主渠道的监察官

惩戒制度。以法治化监察为导向，监察官惩戒制度旨在通过

责任追究和公正惩戒实现对监察官的权力约束和权益保障。

责任追究，是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诉求，也是

此项制度之所以存在的直接原因和形式目标。公正惩戒，是

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追求，也是此项制度长期

存续的应然规范和实质目标。在单轨惩戒体制下，政务处分

与单位处分的主体合并和专业性惩戒与一般公职惩戒的渠

道合并，面临外部监督力量不足和监察官职业特性体现不足

等困境，将有可能影响监察官惩戒制度本应具备的公正性和

独立性。

  为了增加外部监督成分、尊重监察官职业特性，应在我国

监察官单轨惩戒体制的基础上，为专业性惩戒设立专门渠道。

可考虑适时成立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与监察官

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监察官惩戒工作，并明确监察官惩戒委

员会的设立主体、工作机构和职责权限。监察官惩戒事由包括

实体和程序办案以及职业伦理三种责任模式。其中实体办案

责任作为专业性责任应纳入审议前置范围，在主客观统一原

则下确定构成要件，明确“一案双查”的责任分配机制，建立豁

免机制。

  完整的监察官惩戒程序，应当包括启动、调查、听证、审议

认定、执行、救济等多个部分内容。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

程序之间的流转衔接，同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监察官的

各项程序性权利。首先，规范启动条件和衔接机制；其次，明确

听证和审议认定的程序要求；最后，保障监察官的救济权。

石泽华谈我国当前实行的监察官惩戒制度———

以监察机关内部惩戒为主渠道

诉讼的生命在于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编注：条文·适用·案例》序言

□ 刘静坤

  坚持证据裁判，恪守证据规则，是现代刑事

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刑事法治的根本标尺。如

果说脱离事实讨论法律是司法的痼疾，那么，脱

离证据认定事实就是这一司法痼疾的病灶。如同

法律规则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社会生活的准则，

证据规则的核心在于确定取证和证明的指引。只

有立足证据规则开展取证和证明活动，事实认定

才能有章可循，司法公正才能落到实处。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编注：条文·适用·案

例》作为证据规则的专门工具书，旨在对现行刑

事证据规则进行系统梳理，从不同维度和视角

向读者展现证据收集、审查、分析与运用的法律

规范和实践要点。研究和运用本书相关内容，有

助于侦查机关从源头上规范取证工作，防范非

法证据等证据风险；有助于检察机关全面审查

在案证据，审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有助于辩

护律师发现证据漏洞，通过证据之辩实现有效

辩护；有助于审判机关综合研判全案证据，准确

查明事实和定罪量刑；有助于法科研习人员牢

固树立证据思维，为从事法律研究和司法实务

奠定基础。

  宏观与微观：从证据原则到证据

规则的层层递进

  法律原则代表着立法的价值取向，对法律制

度的塑造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书作为一部以

实践为导向的书籍，并未对相关证据原则进行专

章阐释，而是将这些原则融入证据规则的解读之

中。原则与规则并非总是一一对应关系。一项原

则可以反映在不同规则之中，一条规则也可以蕴

涵不同原则。

  本书整体架构体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内在

逻辑，即以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为引领，整

合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出台的解释

性文件，从而全面、系统地展现证据规则的全

貌。读者在阅读具体的证据规定时，可以秉承

“从原则到规则，从规则到原则”的辩证思维。例

如，本书前三部分按照诉讼程序排列，每个程序

都包含了不同的证据原则与规则，有助于通过

对证据原则的把握，更好地理解相关规则的

内涵。

  体系与要素：从诉讼流程到关键

环节的全面分析

  从比较法看，我国的证据制度具有自身独特

的内在逻辑。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基础上，

我国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证据制度。证据规则与

诉讼制度始终存在紧密的嵌套关联。鉴于此，对

于证据规则的理解与运用，需要结合刑事诉讼的

基本安排。

  本书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按照刑事诉讼流

程对证据规则进行整序，分成取证、举证、质证、

认证等相对独立的阶段，并在各个阶段区分不同

主体、不同证据类型等因素进行细化分析。在此

基础上，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按照证据排除规

则、证据认证规则、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顺序，

介绍了证据审查和运用的核心内容。这一基本结

构表明，证据规则既与诉讼制度存在耦合关联，

也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

  理论与实践：从证据规范到案例

指引的多维透视

  对证据规则的理解与运用，离不开相应的理

论储备，更不能脱离司法实践。关于证据原理的

把握，既要熟知相关证据规范的要旨，也要了解

司法证明的规律。

  本书在每一规范条文之后，设置了立法释

义、重点解读等板块，帮助读者理解条文背后的

理念及其旨在解决的问题。除了对证据规范的解

读外，本书在相应条文后设置了案例与要旨板

块，结合具体案例精准解读条文的适用要点。立

足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和典型案例，读者可以进

行证据专题的类案检索。实践表明，只有充分整

合证据原理、证据规范、典型案例，才能实质性地

提高证据运用效能。

  普遍与特殊：从一般规则到特殊

规则的体系发展

  每类证据都有独特的证明价值，也有自身特

殊的证明风险。与之类似，每类案件都有独特的

证据体系，需要立足类案特点进行取证和证明。

在具体个案中，既会遇到普遍性的证据问题，也

会遇到独特性的证据难点。立足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既有证据规范为基础的类

案证据指引，是对传统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拓展，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针对类案证明的特殊要求，本书第七部分设

置了常见犯罪的证据指引，包含食品药品环境犯

罪、金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信息网络犯罪、毒

品犯罪、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涉未成年人犯罪

等类型。随着司法专业化逐步推进，可以预见，更

多常见犯罪的证据指引将会陆续出台，为司法实

践提供更加具体、明确的参考。

  法律工具书的编写没有通例。与其他法律部

门相比，证据法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和规律。编

写一本逻辑顺畅、体系完备、务实管用的证据注

释书，显然并非易事。总体上看，统筹宏观与微

观、体系与要素、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既是

本书的主要特色，也是证据思维的内在要求。

书林臧否

财产细故

□ 张守东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阴历六月二十八

日，重庆府审理蔡世德财产纠纷案。据蔡世德等

人的供词，道光十五年（1835年）九月初二，他将

部分地产卖与堂弟蔡世薰，约定价银三百九十

两，当场交付定银二百两。由于此款不足以偿还

自己欠下的债务，世德又要把田业全部卖给世

薰，世薰不允，于是世德赴璧山县告状，经过几次

审讯，最终由于世薰无力承买，知县断令世德还

给世薰定银二百两，实际上世德只缴银五十两给

世薰。

  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世德又将一半田

产卖给亲弟世臣，世臣付清了实价银七百五十

两，但契约上写的却是一千一百两，其中三百五

十两是浮价（名义上的价格）银，目的是盼日后世

薰能以此一千一百两的价格从世臣手中买去这

一部分地产。世薰不仅坚持不买，还屡次向世德

催缴定银，世德没钱，就耍赖向胞弟世臣讨要名

义上的三百五十两“浮价银”，世臣因此向璧山县

控告，知县判令不给。

  在此期间，世德的佃户朱访朋向世德长子启

坤追讨蔡家所欠“押佃银”五十两，启坤因叔叔世

臣不肯出“浮价银”而气愤难平，就在世臣宅后自

缢身死，家人报璧山县查验尸身。所谓“押佃银”，

是防止佃农欠租的制度，佃农如欠租，地主就在

押金中扣除。押金无利息，退佃时归还佃农。

  为了筹措打官司费用，世德还在吴合兴名下

借银六十两，据吴合兴口供，“小的怕他日后措还

不齐，浮（虚）写一百二十两借字”，之后世德只还

了三十两。又因家里日用匮乏，世德、启开父子领

人在世薰佃户赖四仓库内挑出世薰寄存的十四

石粮食。

  世薰三番五次在璧山县告状催世德缴纳欠

款，世臣又不肯向世德支付浮价银两，且由重庆

府上诉到四川省负责司法的提刑按察使，世德也

不甘示弱，拦四川总督的轿子越级告状，总督批

示由重庆府提当事人及证人，结果认定世德不应

无理取闹，牵累无辜，于是将世德、启开父子“掌

责锁押”，即打手心并监禁。

  经重庆府审断，世德承诺：“小的情甘把业大

半股扫卖（全卖）与世臣、世薰分买；所欠世薰前

欠银一百五十两，按月一分行息（支付利息）；抢

挑谷十四石照市合价，均准田价内扣除，所欠朱

访朋押佃银五十两，俟收世臣前欠银缴给；下欠

吴合兴银三十两，秋收酌量措还。小的们情甘先

行具结备案，回（璧山）县交明界址，照算收领田

价，不得翻异（翻供）只求详覆（上司核准）就是。”

  同时，重庆府还就本案认定：璧山县差役吕

胜、陈奇、李芳并未在办案过程中勒索当事人钱

财；吴合兴因在借据中把六十两借款写作一百二

十两而被“掌责”；世臣承买蔡世德田业的中人袁

文炳也被认定并未像世德指控的那样唆使世臣

告状；赖四供称蔡启开率领多人，两次共挑去谷

物十四石；世臣以实价银七百五十两购买其兄世

德田产，有蔡世极、张家龙、唐宗显为证。

  从1835年到1840年，蔡世德先后卖地给堂弟

与亲弟，又为土地买卖而打官司，从璧山县直打

到四川总督，最后由重庆府结案。五年的时间里，

还发生了儿子启坤因被佃户逼还“押佃银”而到

世臣后宅自杀的惨剧，最终以卖掉自己所有地产

告终。从当事人和证人的供词来看，世德似乎一

开始就是因欠人巨额债务而被迫卖地，卖地过程

中还有图赖堂弟乃至亲弟的情况发生。这个在自

家人中间发生的买卖与相关纠纷耗时五年，直到

四川总督命重庆府审理才结案，其间世德还不得

不为告状而借贷。此案多少让我们瞥见清朝后

期，小民日常生活风平浪静中骤兴的波澜。

  重庆府在道光年间多次给本府及下属各县官

员发布“札”文，告诫官员审理民间产业纠纷时注

意公平裁判，不得偏袒。因为重庆府所属地区常

有强买强卖的事情，有时其实是穷人强卖，而“地

方牧令，动存济急怜贫民之忿，每劝富户多出钱

财，以为息事之计，讵（岂）知富民之恶气未舒，贫

民之刁风愈长，寻衅滋闹，酿成命案”。本案蔡世

德基本属于强卖，其子启坤在被佃户朱访朋逼还

“押佃银”的情况下却泄愤于叔叔世臣。因为世臣

不肯付本来就不属于实际卖价的三百五十两“浮

价银”，结果启坤就吊死在叔叔的房子后面。

  儒家将受理案件粗略分为“财产细故（琐

事）”与“命盗重案”两大类。对于后者尤为重视，

有严格的办案程序：一经得到报告，知县需要在

第一时间带着仵作赶赴现场。“人命关天”的信念

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生物伦理为没有人格

概念的传统中国提供了不亚于人权观念的价值

标准。哪怕是平民百姓被人杀死，也必牵动政府。

通常情况下，从知县到皇帝的整个体系会把死因

查个水落石出，并最终由皇帝批准凶手的死刑，

让死者的生命因为凶手抵命而得到尊重。即使是

自杀，就像本案启坤的情形，官府也必须“验明”。

  同时，本案蔡世德的地产买卖，作为“财产细

故”，政府其实也并未含糊，弄清了各当事人和证

人在本案的角色及属于他们的财产份额、钱财数

额，其审断结果也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正如前引

重庆府的“札”文所言：“民间买卖田产，原宜公平

交易，亦宜两厢情愿。”重庆府在裁判中试图不偏

不倚，不因贫富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富户，重庆府

也不同意官员让其破财消灾，为息事宁人而让其

多出钱财，因“富人为天地间之（元）气，邻里多有

其人，缓急亦可相济，切勿听其视富为仇，任意剥

削，同归于尽，益窘生计也”。政府不打算通过司法

劫富济贫，一则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二来有

“同归于尽”的危险，仅当富人未被不公平的交易

盘剥、不公正的司法剥夺，才能因其保有财富而

在邻里穷急之时伸出援助之手。为富不仁固有其

人，富而有礼亦不乏其人。是否行善，要让富人有

自主决定的空间，不必通过司法替富人施舍。

  （文章节选自张守东《传统中国法叙事》，东

方出版社出版）

史海钩沉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礼记》是成书于汉代的儒家经典著作之

一，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共20卷49篇，

是东汉郑玄所称的“三礼”（《礼记》《周礼》《仪

礼》）之一，是始于汉武帝时期所称的“五经”

（《诗》《书》《易》《礼》《春秋》）之一，是始于宋朝所

称的“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

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

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之一。全书包

括《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

《乐记》《中庸》《大学》等49篇，除有关我国古代

社会情况和各种礼节制度的记述外，还包括孔

子及其门人言行的一些小故事，有一定的思想

意义，如流传很广的“苛政猛于虎”，就出自《礼

记·檀弓》篇。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

籍。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

《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

编。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

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

人的准则。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涉及政治、法

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

法、地理等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和

法律思想史绕不过去的典籍。下面以古代的血亲

复仇为例说明之。

  《礼记·曲礼上》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

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意思是，对

于杀父的仇人，做儿子的必须与他拼个死活，什

么时候杀了他什么时候才算罢休；对于杀害兄弟

的仇人，要随时携带武器，遇见就杀；对于杀害朋

友的仇人，如果他不逃到别国去，见即杀之。《周

礼·地官司徒》亦有类似肯定血亲复仇的记载：

“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

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意思是，调人这

一官职，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

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

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

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春秋公羊传》也说“不复

仇，非子也”，还提出了“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意思是如果父亲是被冤枉处死的，儿子可以向法

官甚至君主复仇。

  《礼记》《周礼》《春秋公羊传》等允许为特定

亲近的人复仇，来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风

俗。原始社会，氏族是一个相互依存、没有个人

独立性的整体。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氏族

血缘关系，氏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对某一个人的

人身伤害，被认为是对一个氏族全体成员的侵

害；对一个人身伤害行为的报复，针对的是加害

人的氏族成员。“个人的安全依靠他的氏族；血

缘关系是相互辅助的强有力的因素；对任何一

个人的欺侮就是对他的氏族的欺侮。”生则同

存，死则同亡。一旦氏族成员被害，其他氏族成

员必须群起而攻之，报杀亲之仇是氏族成员的

崇高义务。有的氏族如果当代报不了仇，也要由

巫师不断教育后代，随时准备复仇，直到报仇雪

恨为止。

  进入阶级社会制后，国家代替了氏族成为处

理社会成员纠纷的权威、权力机关，对古代的血

亲复仇当然要作出一定限制，否则，冤冤相报何

时了，社会稳定怎么实现？欧洲多数国家是在15

世纪、16世纪的时候，才禁止血亲复仇的。而我国

比较早，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就开始对血亲

复仇作出限制，《周礼·地官司徒》规定，凡是杀人

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

要报仇，则处死刑。

  为了防止人们滥用血亲复仇遗俗，《周礼》规

定了调人可以对血亲复仇纠纷进行调解。处理原

则大体是：凡因过失杀伤人的，就与乡里民众共

同评断其是非。调解仇怨分为如下几种情况：一

是如果是某人的杀父仇人，就让他躲避到海外

去；杀害兄弟的仇人，就让他躲避到千里之外去；

杀害从父兄弟的仇人，就让他不要居住在同一

国；对于杀君的仇人比同杀父之仇；杀害师长的

仇人比同杀害兄弟之仇；杀害主人或朋友的仇

人，比同杀害从父兄弟之仇。如果不肯躲避，国王

就授给调人瑞节而抓捕他治罪。二是凡官吏依法

诛杀有罪的人而被杀者的亲属有敢报复杀人的，

就使天下各国都把他当作仇人而加以捕杀。三是

凡杀人而符合义理的，就使杀人者与被杀者之家

不要同住在一国，劝令被杀者之家不要报仇，如

果报仇就要判死罪。四是凡有吵嘴打架的，就加

以评断和解；不可和解的，就把双方的姓名和事

端记录下来，先行报复的要加以惩罚。

  商鞅入秦变法，禁止私人之间的复仇，韩非

指责当时社会上的“五蠹”之一，就是“侠以武犯

禁”，替人复仇，破坏法制。

  成书于汉代的《春秋公羊传》增加了如果父

亲因为违法而被杀，则儿子不能为其复仇的规

定：“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意思是，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

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

不止的祸害的，因而不能允许他这样做。

  总之，战国以降，历朝历代大体确立了一个

对待血亲复仇的原则：如果是基于正当理由血亲

复仇的，法律可以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如果没

有正当理由、纯属违法的泄私愤的血亲复仇，则

绝对予以禁止。唐朝陈子昂著有《复仇议》和柳宗

元著有针锋相对的《驳复仇议》，前者主张先按照

律令判处为父复仇的徐元庆死刑执行，然后再

以礼的精神大力表彰他的孝道精神，这样就礼

法兼顾、两全其美了；后者则主张先搞清楚赵师

韫杀死徐元庆之父的行为是否合法，如果赵师

韫是依法处死徐元庆之父的，那么徐元庆的复

仇行为就必须予以制裁；如果赵师韫是非法处

死徐元庆之父的，那么徐元庆的复仇行为就是

正当的，可以免于或从轻处罚徐元庆。柳宗元的

依法办事、礼法统一的看法，成为后世占据主导

地位的共识。

《礼记》“血亲复仇”理念对古代法制的影响

法学洞见


